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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来华传教士“孔子加耶稣”主张试析

延瑞芳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410082）

摘要：为吸引儒家士大夫入教，19世纪70年代之后，某些在华的开明传教士主张“孔子加耶稣”说。但实

际上，他们并没有把孔子放在等同于耶稣的地位，而是以“孔子加耶稣”之名，行“耶稣超越孔子”之实，

最终目的是用基督教取代儒学。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众多及本质差异，这一策略必然难以实现。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基督教；儒学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使中国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炮火打开帝国古老且紧闭的

大门，也真正拉开基督教在中华第三次传播浪潮的序幕。而如何面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

化完全异质的文明形态和文化传统，则是伴随着船坚炮利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们必须解决的

课题。目前学界流行这样的看法：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为吸引中国儒家士大夫，来华传教

士们多主张“孔子加耶稣”（此处的孔子，并非仅指孔子本人，而应指以儒学为代表的中

国传统文化）说。阅读相关史料会发现，当时确有少数开明的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等，宣

扬耶儒相通、互补乃至成全说。但究其实质，这只是他们的一种传教策略，传教士们并没有

把儒学放在等同于基督教的地位，认为孔子和耶稣是“亲密的好兄弟”。站在西方文化立场

上，“孔子加耶稣”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耶儒本质上的差别，既得不到大多数传教士的认

同，也被传统中国人所拒绝。

一、“孔子加耶稣”的历史真相

“孔子加耶稣”的观点，由顾长声先生最早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提出[1]，且影响

最大。顾先生在书中论证此观点的依据为林乐知、花之安、安保罗、丁韪良等某些传教士的言

论。然而仔细阅读这些传教士的相关文献，这一观点和事实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揣浅

陋，试一一列举，以求教于方家。

以顾氏书中所言，美国监理会来华传教士林乐知第一个提出“孔子加耶稣”的著名公

式。1869 年 12月 4日到 1870 年 1月 8日，他在其创办和主持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

国公报》，自始至终为基督教新教的舆论阵地，在晚清社会有相当影响[2]）连续发表《消变

明教论》的长篇文章，把基督教的教义同儒家的旧礼教、旧思想加以比附，说儒家重视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基督教相吻合；又说儒家的三戒

（戒色、戒斗、戒得）与十诫相同。仔细阅读林文《消变明教论》，通篇观之，林乐知并没有正

式提出“孔子加耶稣”的口号，仅仅从儒家经典中摘录一些词句，与《圣经》中的相关语句

加以对比，一方面给中国读者造成“耶稣心合于孔孟”的错觉，另一方则暗示传教士可变

换手法，从而减小传教的阻力，利用儒学扩大基督教之影响，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基督

教真理在中国人之间的传播提供帮助。而浏览《万国公报》所刊载的文章，亦常有儒家思想不

够完善和不如基督教的言论。

顾先生又言，继林乐知之后，在中国第二个进一步系统地鼓吹“孔子加耶稣”理论的

是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让我们同样引述花之安在《自序》的相关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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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徂东》之书何为而作也？欲有以惊醒中国之人也。噫！中国之大势，已有累卵之

危矣！……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谨慎而有为，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

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其益耳。……然则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

须知其从根本而出，其理于何而得乎？非从耶稣道理，何以至此乎？……抑知徒欲以物利

中国，而不能以耶稣道化民，则民离心离德。……若由耶稣道理而行，则道理纯全，而无异

端之弊矣。夫儒教言理，则归于天命之性，耶稣道理，则归于上帝之命令，仁义皆全，虽用

万物，而非逐物，是以物养吾之心性，而物之精妙莫能违，此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

同条共贯也。……今中国欲图富强，有以振兴，尚未能从耶稣之真理，虽有从道之人，欲助

中国，势有不能，如枘凿之不相入也。诚能得中国君子同心合力，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

理。” [3]

花之安在这篇序文中言“耶稣道理”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且中国之富强，必

须追随传教士“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理”。在此处，花之安也并没有提出“孔子加耶

稣”，只是说，儒耶道理有相通之处。为此，他把基督教某些教义同中国封建旧礼教仁义礼

智信相结合的办法，分成五卷，进行说教。虽然此书形式上有着浓厚的儒学色彩，但从编写

目的来看纯粹是为了宣传基督教教义即“耶稣道理”。

 我们再来看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他于 1896 年 10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题为《救世教

成全儒教说》。顾文摘录以下段落作为孔子和耶稣变成亲密两兄弟的有力证明：

“一因有人虽能乐善，而误会此教之旨，以此将欲灭吾教往古相传之善道，伤我国温

柔敦厚之淳风，所以畏其教，并恶其传道之人。曩者耶稣在世，犹太国亦如有若北者。耶稣

告知曰：勿以我来坏律法及先知也，我来，非以坏之，乃以成之。成之者，即欲成全其本国

之旧教也。……

中国目前只教，其名有四：即儒释道回回是也。释道回回三教之谬，显然易见，姑勿论

矣。但即儒教而言，当以何处之？曰救世教（基督教）必欲成全儒教。何以成全之？曰保守

其善道，改革其差谬，弥补其缺憾而已。……

奉儒教者，正宜合救世教而一，彼此相为勉励，齐驱并辔，努力争先，务期底于止善

止真之地，而无远弗届也。”[4]

我们应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中，除了指出儒教“宜合救世教而一”，作者还指出“差

谬”。“差谬”主要表现在待上帝、待人和待己三个方面。而儒教的这些差谬，“救世教不得

不按其真理而思所以修正之也”。且在后来安保略把上述文章编印成书时，明显可以看出其

“成全”儒教实际上是“超儒”理论，认为耶稣与孔子有神人之别，前者地位绝对高于后

者。“儒教孔子，人也，耶稣，上帝之子。救世教之真光迥异于儒教之上，……当今之时孔

子若再生于中国，必愿为耶稣之徒也。”

明确提出“孔子加耶稣”主张并积极推行者是丁韪良。他曾说：“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见

解正确的儒教徒以耶稣作为世界的福音而接受之，这并不需要他放弃对中国人说来孔子是

特殊教师的信念。‘孔子加耶稣’这一公式对儒教徒说来已经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5]为

此他写了大量文章发挥这一观点，对中国“祖先崇拜”都采取迁就保留的办法，甚至把《圣

经》合订于十三经之后，乃至他每次讲道之后，有些教徒们便焕然大悟地说：“原来这就是

我们的玉皇大帝。”

而丁韪良真正态度是什么呢？我们从他另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古老而令人起敬的

中国文化遗产是传教士必须予以重视的一种力量——对这种力量，既要与之斗争，又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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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妥协。只要可能的话,就应利用它为基督教的利益服务。”[6]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孔子加

耶稣”，并非是《圣经》与《十三经》真正并列，而是把中国传统思想与基督教神学进行比较：

求其不合处，与之“斗争”；求其相安处,与之“妥协”；求其相契处,以便“利用”。故丁

韪良那段有名的话应该这样理解：在传教士们的眼中，中国的孔子只是凡人，与神圣的上

帝之子耶稣是无法相比的。既然如此，就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见解正确的儒教徒”将耶稣之

理作为普世的福音来接受，成为“儒家式基督徒”，就没有心理矛盾和障碍。

由此可知，在面对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背景下传播基督教、处理耶儒关系的问题时，即

使我们所认为的开明的西方传教士如林乐知、花之安、丁韪良，包括理雅格、李提摩太等；也

并没有把儒学放在等同于基督教的地位，认为孔子和耶稣是“亲密的好兄弟”。“孔子加耶

稣”说只是他们的一种传教策略，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为“耶稣超越孔子”，基督教比儒学

高明。

二、 “孔子”、“耶稣”之比较

晚清传教士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每个差会乃至传教士个人思想的不同，在传教思想、

策略，以及面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等方面也表现不一。即使同为主张“耶儒相通”，“孔子加

耶稣”的传教士，仅就反映他们的言论而言，也往往表现出他们相互之间甚至自身面对儒

学时复杂、有时还相互矛盾的心理和情感。面对这些复杂性，恕在此不能一一涉及。但有一点

可以肯定，也许传教士内部针对传教方法、策略等方面有着争论，但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看法却是一致的。

1、上帝论和灵魂说

上帝论和灵魂说是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课题和基本教义。很多传教士认为 ,中国人能否接

受基督教，关键在于能否接受其上帝论和灵魂说。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具有理智和意志，

能自由活动，与人类发生关系而又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和人格的神；上帝具有一切

完美的属性，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 ,并对人类赏善罚恶。依基督教神学，灵魂来源于

上帝；人的一切行为皆发自灵魂；人死后，灵魂却永存，得到基督救赎者可升天堂永享福

乐，未得救赎者则下地狱永受惩罚 。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它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远非其他学

说或宗教可比。孔子为儒学的至圣先师，他对神灵和灵魂的看法决定了儒学在这两个问题上

的发展方向。孔子视鬼神若有若无，敬而远之。《论语》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又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论语》还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

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不但如此，孔子还表明在《论语·先进》中表明自己的

态度：“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麦高温指出，无视神的存在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而儒学经典作品不是宗教方面的书，

没有给予什么神授的启示，“孔子羞于使用在他之前哲人们都喜欢谈论的‘神’这个字”，

他“频繁地使用‘天’这个字(尽管他没有试图给他下定义),并且教导他的门徒在与神打交

道时要谨慎小心，这导致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们都以无神论的态度讨论宗教问题”[7]。由此

看来孔子的思想没有建立在宗教意识与信仰精神的基础上，心中没有超世的神，他说“神

鬼之事，吾也难明”，不可能为中国建立早期的宗教，而是让人们遵从统治阶级的意志与

畏惧圣人之言。

2、创世论和自然观

基督教与儒学的宇宙生成论有很大的不同。基督教的创世论认为全能的上帝用六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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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宇宙万物的创造。《论语》与《孟子》很少涉及自然观，“罕言性与天道”。《易传》试图

用“阴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等说明宇宙生成。宋以后儒学有关世界

本源的思想虽然日见丰富，有气本源论、理本源论、心本源论等说法，但总体来说，有关创

始论、宇宙观、自然观的内容仍不是儒学关注的重点，往往最终落脚于价值论上。

传教士谢卫楼批评说：“儒教于诸受造之物,未能尽心考察，故不能洞悉其理,深明其用。

谓物类之变化，只为无知觉、无经营之理气所成。是但知其所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也。”“粤

古以来，儒学多与无稽之谈参浑不分辨……试以《易经》论之，儒学皆奉为发明天道之书，

而张狐载鬼，语涉荒唐”。“按儒学所论，谓天地万物，自生自有，无活泼之神经营制造，

乃理气相感絪緼而成。此论不但与基督教不合，且与泰西诸实学不合。”[8]儒学虽有“天”

和“格物致知”的内容,但“天”含糊不清，“格物致知”仅有名而已，又不认同以阴阳、

气解释宇宙生成，故而认为儒学欠缺物理之学，欠缺较为系统的自然观，没有为自然科学

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人性论和伦理观 

基督教与儒学的人性论也迥然有别。基督教的人性论是和原罪说联系在一起的，“原罪

论”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认为人类的祖先夏娃和亚当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偷吃“知善恶

树”上的禁果而堕落，人一出生即负有此种“原罪”，并无法自救，只能靠上帝救赎。人性

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大问题，性善还是性恶，自战国时起各派就争论不休。仅以儒

学论，其内部尽管有性善、性恶和性善恶混诸说；但理论重心都是为进行道德教化提供根据，

主流为“性善论”。既然耶儒在人性论上有如此差别，传教士自然会对儒家人性论有所非议，

或对其作出适合基督教教义的解释，使中国教徒感到基督教教义是更为完善的思想体系。

传教士从基督教立场与西方视野出发指出儒家五伦说没有涉及神与人的关系。韦廉臣在

《论人·七伦论》中指出应在儒家五伦之外再加上帝与远人两伦，而有些则被倡导得有些过分，

如“孝道被夸大到神化父母的地步”，过于繁文缛节等等。因为缺乏对上帝负责的教义和敬

畏，“孔教理想虽然崇高，但是没有什么威慑力”[9]。由于儒家倡导的道德缺乏必要的约束

力，所以有的美德虽被倡导但做不到。他们认为儒学伦理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如果不发展

出对上帝负责的教义，其道德力量就无立足之处 ,就不能使它的人民获得新生。故在基督教

伦理前，儒家伦理仍被凸显了劣势。

4、礼俗观和祖先崇拜

传教士从敬拜唯一真神的基督教信仰出发，对与儒家有关的祭天、祖宗崇拜、孔子崇拜

等礼俗进行观察与评论。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祭天与基督教仪式较为接近，如皇帝每年两次到

天坛祭天及举行祈祷,“这一仪式无论从其整个的特点,还是从其具体的每个环节看来，都与

《圣经》中的宗教仪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0]，但也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是这种隆重的

仪式只是皇帝的特权，尤其是女性不允许出现在天坛的附近 ,普通老百姓也以自己的朴素形

式表达对天的虔诚，但中国人是泛神论者，“缺乏明确的人格个性是中国人崇拜‘上天’

的致命缺陷”。

所有礼俗中，传教的最大障碍是祭祖问题。许多西方教士注意到在中国人的祭祖活动中

含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绝大多数传教士都认为这种祭祖活动完全是一种迷信活动和偶像

行为，其存在不利于传教事业。如何天爵称“祖宗崇拜”是中国的“所有的宗教仪式中最源

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内容。而且毫无疑问祖宗崇拜将是中国人当中最后消亡的一种错误信

仰” [11]。在这一点上，即使在 1890 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曾经呼吁对中国人的“祖宗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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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应予以容忍的丁韪良，也认为其中有很多迷信的成分。但因为祖先崇拜在中国存在之

普遍，影响之深远，决非其他任何宗教可比，是铲除它还是保留它关系到传教事业的成败，

故不得不予以容忍。而如何对待这种“随处可见、塑造了帝国中每个个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狂热崇拜”呢？按丁韪良的想法：中国的“祖先崇拜”绝非原封不动地保留，而是

要用基督教教义加以改造。

三、“孔子加耶稣”失败的必然性

林乐知、丁韪良等深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力量的强大，也十分了解中国士儒对洋

教的诸多指责，因而他们采取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主张耶儒相通、互补或者成全

说，但基于文化立场的不同，这种言论只看到二者形式上的某些相似之处，而有意无意地

忽视了耶儒本质上的差别与不可调和，历史表明，这一策略是难以实现的。 

首先，基督教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普遍主义宗教。基督教传教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

文化的征服运动，它的目标是清除打击一切异端宗教，拯救一切非基督教徒，使他们皈依

上帝。在传教士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救世主——基督，只有一种真正的宗教——基督教。
[12]虽然出于现实的考虑，接触中国知识分子较多的林乐知、花之安、丁韪良等提出了“孔子

加耶稣”的传教策略，但这一主张始终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晚清来华传教士的认同。[13]英国

安立甘会传教士慕雅德指出，那种认为异端宗教教义是上帝启示的一部分，或者是上帝福

音的辅助与预备的想法是鲁莽和愚蠢的，在中国，儒学并不是上帝的初级启示，人们只能

崇拜基督，而不能崇拜偶像、英雄和圣贤。在传教士眼中儒学与佛教、道教共同构成了基督教

在华传播的三道障碍，且在这三道障碍之中又以儒学对基督教构成的挑战性最大。狄考文认

为，儒家学说比佛教的轮回教义更阻碍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杨格非相信儒学在本质上是唯物

主义的，假如中国只有儒学一种宗教，它的人民更难皈依基督教。传教士对于儒学的这种认

识决定了他们必然把儒学作为基督教在华的主要打击对象，而不可能与之进行妥协和融合。

其次，儒家传统上以伦理、道德为中心，故中国人多亲人伦而疏神道，重物质的现实世

界而轻精神的虚幻王国。关于这一点，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言：“我时常觉得我们中

国太注重实利,……人和人之间似乎充满着利害的考虑,使我们不容易理解美国人的宗教。当

然我们并不是没有鬼神的信仰。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

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

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一个跪在送子观音前磕头的妇人,她的心头里绝不会有牺

牲这两个字。她的行为无异于在街头上做买卖,香烛和磕头是阴冥之间的通货。”[14]中国人总

体上缺乏西方的那种虔诚的宗教精神（对道教、佛教同样如此），即使信了上帝，大多也只

是希望寻得一个庇佑之神；甚至还有一些人是为了仗势欺人而入教，把教会当作靠山。对他

们来说，孔子与耶稣的关系如何并不十分重要。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就是利用一种新的宗

教来达到政治目的，所以才会出现洪秀全与耶稣成为兄弟的事情。晚清传教士等不可能从根

本上改变一般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那么不管他的传教主张多么高明，也依然如方枘圆凿，

难以达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宗教目的。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儒家和基督宗教属于两个独立的世界观和独立的文化语言

系统。儒家是个独立的文化语言系统，它对人、自我、社会、自然、甚至超自然都有自己的整套

解释和实践系统。从根本上说，它是完整的、自主的，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一直发挥着作用。虽

然也存在着异化和扭曲，但绝不能完全用另一种信仰和话语系统取而代之。更何况，整体而

言，近代西方传教士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保护下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在华命运始

终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具有反帝性质的反洋教运动也始终贯穿着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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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督教神学只站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根据自己的话语要求去衡量儒学；或像某些传

教士们所做，以“孔子加耶稣”之名，行“耶稣超越孔子”之实，以求使中国人皈依基督，

传播福音，必定遭遇失败和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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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Confucianism-plus-Christianity”of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Late Qing

Yan Ruif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Since 1870's, to attract scholar-bureaucrat, some enlightened missionaries 
advocates “Confucianism-plus-Christianity”. In fact, they didn't take the Confucius put equal to Jesus' 
position , want to make Christianity replacing  Confucianism. It was hard for missionaries to achieve 
their ends because of the huge and numerous discrepanci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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